
 

 

税收负担与企业出口行为
—来自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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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外部环境下，减轻税收负担能否为提升中国企业的出口表

现提供关键的税制动力呢？文章以世界银行 2005 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为主、世界银行 2012 年中国

企业调查数据为辅，系统地探究了税收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税收负担对企

业出口倾向、出口规模和出口强度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税收

负担主要通过影响生产率、融资约束、招待费占比和电子商务使用程度而抑制了企业的出口行为。

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税收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负向影响主要源于间接税中的增值税，主要作用

于间接出口的企业、非国有企业、轻工业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因此，积极落

实减税措施、调整税收收入结构（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和运用法治方式优化营商环境这些改革举

措可以成为应对“外部加征关税”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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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逆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中美经贸摩擦不断的外部环境下，中

国能否通过内部改革（如财税政策）提供适当的激励，进而由内及外地实现企业出口表现升级

呢？或者说，减轻税收负担能否为提升企业出口表现提供关键的税制动力呢？对于这一问题的探

讨极具现实意义。事实上，中国企业税收负担的两个典型化事实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一方面，中国企业一直面临着沉重的税收负担。在过去的 30 多年里，税收收入的增速远远超过

GDP 的增长速度（陆施予和李光勤，2018），并且 90% 以上的税收收入是由企业缴纳的，如果不考

虑税收转嫁等问题，中国的税收负担基本上是由企业纳税人“独自挑起”的（高培勇，2015）。李炜

光和臧建文（2017）提出的“死亡税率”问题，更是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中国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

是否过高”的激烈争论。另一方面，各类特征变量相同的企业在不同地区所缴纳税负存在显著差

异是较普遍的现象（汪德华和李琼，2015）。这一典型事实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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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在以“经济绩效”作为官员考核重要标准的“政治晋升锦标赛”中，为了招商引资、增强自

身吸引生产要素的竞争力，地方政府通过税收优惠、税收先征后返、减免收费等方式变相降低实

际税率，从而导致了普遍存在的地区间企业税负差异（龙小宁等，2014）。

在税制全国统一的背景下，税收负担的地区差异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产生深远影响。

例如，基于世界银行 2005 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发现，企业平均税收负担较重的地区，其企业平均

出口强度较小；而企业平均税收负担较轻的地区，其企业平均出口强度较大。然而令人遗憾的

是，目前直接聚焦税收负担对出口影响的文献少之又少，仅有三篇文章探讨了税制改革对出口

的影响。在增值税改革方面，Liu 和 Lu（2015）基于 2004 年我国东北地区增值税试点改革这一政

策实验，发现增值税改革所导致的税率降低增加了企业致力于提升生产率的投资，进而增加了

企业出口的可能性；盛丹和杨慧梅（2020）同样以 2004 年我国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为

“准自然实验”，发现增值税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产品品质。在“营改增”改革方面，彭飞

和毛德凤（2018）利用“营改增”改革这一政策冲击，研究发现“营改增”改革对企业的出口宽化作

用影响相对较小，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出口成本，进而增加了企业出口收入并深化了

出口利润。值得一提的是，Federici 等（2020）基于意大利的企业数据，探讨了公司税对企业出口

选择的影响，发现更高的公司税会增加新企业进入国外市场的可能性，但会降低现有出口企业

的出口强度。由此观之，目前并没有文章直接探讨各种类型的税收负担（如税收总额、增值税、消

费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如出口倾向、出口规模、出口强度和出口模式）

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以世界银行 2005 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为主、世界银行 2012 年中国企业调

查数据为辅，系统地探究了税收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税收负担对企业出

口倾向、出口规模和出口强度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这一负向影响主要源于增值税负担，

主要作用于间接出口的企业、非国有企业、轻工业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

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税收负担主要通过影响生产率、融资约束、招待费占比和电子商务使用

程度而抑制了企业的出口行为。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1）本文采用世界银行 2005 年和 2012 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直

接探讨了各种税收负担与企业出口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为证实税收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实质

性影响提供了微观证据。（2）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本文则从“稳外贸”的

视角为这一改革方向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提供了经验证据。（3）本文通过对比流转税中的增值税、

营业税和消费税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作用，最终发现在影响企业出口行为方面，增值税

负担最大，营业税负担次之，而消费税负担最小，或者说流转税（间接税）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

负向影响主要源于增值税。（4）本文补充了关于企业出口模式的经验研究，对比分析了税收负担

对企业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的差异性影响，并发现税收负担主要影响了间接出口。（5）本文详细

地探讨了税收负担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路径和渠道，并验证了税收负担主要通过影响生产率、

融资约束、招待费占比和电子商务使用程度而抑制了企业的出口行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指出，如果企业从事出口活动，就必须承受一定的固定成本，生产率低

的企业因无法承受该固定成本而选择不出口，而生产率高的企业能够承受出口所需的固定成本

才选择出口（Melitz，2003）。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可以分解为技术进步、规模效率和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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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提升（周燕和蔡宏波，2011），①而税收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对技术进步、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

率均会产生不利影响：（1）在技术进步方面，较高的税收负担会使企业受困于低投资收益率和有

限的现金流，不利于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固定资产、人工智能和信息通信技术等投资，进而抑制

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水平；（2）在规模效率方面，在规模报酬递增状态下，无论是研发活动所

需的人力和物力增加，还是固定资产投资所带来的资本投入增加，均会增加企业的规模效率，而

较高的税收负担减少了企业能够自由支配的经营现金流（陈胜蓝和贾思远，2016），不利于研发活

动和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资本投入，进而抑制企业的规模效率和生产率水平；（3）在纯技术效率

方面，税收负担对于企业纯技术效率的负效应与其他效率类似，也是通过抑制研发投入、人力资

本和固定资产等投资而产生负向效应，进而抑制生产率水平。综上所述，税收负担通过抑制技术

进步、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三个路径对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从而抑制企业出口。因此，生产

率是税收负担抑制企业出口行为的路径之一。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税收负担会通过抑制企业的生产率而抑制企业的出口行为。

税收负担主要通过两个路径增加企业的融资约束（邓晓丽和朱彦臻，2019）：首先，税收负担

减少了企业能够自由支配的经营现金流（陈胜蓝和贾思远，2016）。通常而言，企业需要通过短期

借款等方式来融资，以满足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面对融资机会长期以来不能完全满足企

业融资需求的客观现实，企业向政府缴纳税款所带来的资金流出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的融

资约束。其次，税收负担对企业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均会产生不利影响。从企业内源融资的角

度来讲，税收负担较重会缩减企业的利润空间，进而使留存收益有所下降，其长期影响就是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内源融资能力，进而使企业难以获取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内部资金支

持；从企业外源融资的角度来讲，较重的税收负担会较大幅度地削减企业的税后利润，进而影响

企业的整体盈利表现，从而增大了企业外部融资困难和外部融资成本（吕劲松，2015），因而使企

业难以获取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外部资金支持。而当一个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困境时，融资约

束潜在地决定着该企业能否承受出口沉没成本，进而潜在地决定着该企业能否进入出口市场

（Chaney，2008）。大量的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融资约束确实降低了中国企业的出口能力

（于洪霞等，2011；孙灵燕和李荣林，2012；阳佳余，2012）。因此，税收负担通过增加企业的融资约

束而对其出口行为产生负向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税收负担会通过增加企业的融资约束而抑制企业的出口行为。

依据黄玖立和吴敏（2016）基于世界银行 2005 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研究，与招待性支出较

少的企业相比，招待性支出较多的企业在产品销售的地理分布方面呈现如下显著特征：招待性

支出较多的企业将其产品“出口”到其他省区和国外市场的比例相对较低，而在本地市场上的销

售比例相对较高。这一典型事实说明，招待性支出抑制了企业产品“走出去”。究其原因，人脉关

系网络的“地域性”特征决定了企业在当地构建人脉网络相对容易，而在外省和国际市场则较

难。并且，企业的“非正常”支出抑制了企业产品“走出去”这一典型事实先后在肯尼亚（Kimuyu，

2007）、非洲国家（Musila 和 Sigué，2010）以及转型期经济体（Lee 和 Weng，2013）中得到了证实；而

Cai 等（2011）的研究也发现，企业的“俘获”行为有助于企业减少自身的实际税负。因此，较高的

税收负担会诱使企业为了减轻其实际税负而增加企业的招待性支出，进而抑制企业出口，即招

待性支出是税收负担抑制企业出口行为的路径之一。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刘铠豪、王雪芳：税收负担与企业出口行为

① 纯技术效率指企业对先进技术的掌握以及利用程度。例如，企业的劳动力对于先进生产技术的掌握程度、熟练程度和运用能力，管理

者先进的治理水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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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3：税收负担会通过增加企业的招待性支出而抑制企业的出口行为。

当企业的税收负担越重时，该企业的创新能力就越弱，就越不容易开展电子商务。从完全

“线上”经营的零售企业，到“线上”经营和实体店经营相结合的零售企业，再到完全“线下”实体

店经营的零售企业，其税收负担依次升高，说明税收负担确实不利于企业进行电子商务（姚公安

和王晓洁，2016）。张维方（2007）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证实了征税对电子商务发展产生的负面

影响，认为电子商务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其本身发展尚需政府的支持，电子商务还没有成熟到

为其他社会公共产品提供成本的程度；而对电子商务这样的新兴产业征税，无异于涸泽而渔。而

电子商务作为促进贸易便利化的重要手段，减少了企业出口交易成本，降低了企业出口的门槛，

改变了商业运行中的诸多环节，为企业能够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了贸易的发展。

电 子 商 务 的“贸 易 促 进 效 应”在 国 家 与 行 业 层 面 均 已 得 到 验 证 （ Moodley， 2002； Freund 和

Weinhold，2004；Wilson 等，2005）。茹玉骢和李燕（2014）基于世界银行 2005 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

的研究结果表明，电子商务使用程度对企业参与出口的概率和企业出口密集度均会产生显著的

正向影响。因此，税收负担通过降低企业的电子商务使用程度而对其出口行为产生负向影响，说

明电子商务的使用程度是税收负担抑制企业出口的渠道之一。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税收负担通过降低企业的电子商务使用程度进而抑制了企业的出口行为。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关注的企业出口行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出口倾向、出口规模和出口强度。因此，本

文设定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Export_propensityi = α+βtax_ti+γCVi+ cityi+ industryi+εi （1）

Export_scalei = α+βtax_ti+γCVi+ cityi+ industryi+εi （2）

Export_intensityi = α+βtax_ti+γCVi+ cityi+ industryi+εi （3）

i Export_propensity Export_scale Export_intensity

tax_t CV

city industry εi

CV

其中，下标 代表每个企业，被解释变量 、 和 分别表

示出口倾向、出口规模和出口强度； 代表企业所面临的税收负担， 表示影响企业出口行为

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城市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分别用 和 表示， 为干扰项。参照

黄玖立和冯志艳（2017）、陆施予和李光勤（2018）、李建军等（2019）的做法，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

包括生产率水平（lntfp）、工资水平（lnwage）、人力资本密集度（skill）、企业规模增长率（growth）、

企业年龄（age）、企业国有股比例（soep）、企业外资股比例（foep）和运输负担（trans）。

（二）数据描述

鉴于世界银行 2005 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中具有丰富的企业实际缴纳的各种税收额（包括

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其他税）的相关信息，所以

本文的研究样本以世界银行 2005 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为主，以世界银行 2012 年中国企业调查

数据为辅。世界银行 2005 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调查内容有多个模块，涉及企业基本信息、阻

碍企业成长的投资环境因素、企业与批发商和零售顾客的关系、企业与原材料供货商的关系、企

业员工、内部激励和社保、企业基础设施和服务、企业国际贸易、企业金融状况、企业总经理和董

事会信息、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企业所有权结构、企业财务和税收信息、企业雇员结构以及所在

城市相关指标等信息，共计 295 个指标变量。城市层面的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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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单位） 计算方法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Export_propensity 出口倾向 若无出口则为 0，否则为 1 12 399 0.377 0.485 0.000 1.000

Export_scale 出口规模（千元）

通过计算出口额在销售中的比重与销

售收入的乘积，求出企业出口额，

然后将出口额加 1 后再取对数

12 399 3.896 5.189 0.000 18.066

Export_intensity 出口强度 企业出口额在销售中的比重 12 399 0.164 0.135 0.000 1.000

核心解释变量

tax_t 税收负担（%）
企业缴纳税收总额/

主营业务收入×100%
12 400 4.816 4.658 0.000 26.111

inc_t 企业所得税负担（%）
企业所得税实际缴纳总额/

主营业务收入×100%
12 400 0.658 1.141 0.000 6.220

tur_t 流转税负担（%）

（增值税实际缴纳总额+消费税实际缴

纳总额+营业税实际缴纳总额）/
主营业务收入×100%

12 400 3.682 3.662 0.000 19.370

val_t 增值税负担（%）
增值税实际缴纳总额/
主营业务收入×100%

12 400 3.397 3.258 0.000 15.090

cons_t 消费税负担（%）
消费税实际缴纳总额/
主营业务收入×100%

12 400 0.106 0.660 0.000 5.306

bus_t 营业税负担（%）
营业税实际缴纳总额/
主营业务收入×100%

12 400 0.102 0.396 0.000 2.991

tax_m 近三年税收总负担均值（%）
2002 年至 2004 年企业税收

负担的均值
12 400 4.395 4.688 0.007 29.706

控制变量

lntfp 生产率水平 LP 法 12 242 7.407 1.354 0.302 13.013

growth 企业规模增长率（%）
2004 年企业销售额与 2003 年企业

销售额之比取对数后减 1
12 388 −0.767 0.431 −4.391 3.736

lnwage 工资水平（元/人） 平均工资取自然对数 12 399 6.872 0.488 3.555 9.522

age 企业成立年数（年） 调查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 12 395 12.726 13.618 2.000 139.000

skill 人力资本密集度 大专及以上雇员所占比例 12 398 0.184 0.178 0.000 1.000

soep 企业国有股比例 国有股所占比例 12 400 0.134 0.316 0.000 1.000

foep 企业外资股比例 外资股所占比例 12 400 0.146 0.317 0.000 1.000

trans 运输负担

企业对运输成本阻碍公司运营的主观

评价，分为五个等级：0（没有）、1（低）、

2（适中）、3（高）、4（极高）

12 400 0.941 1.075 0.000 4.000

lnentry_time 成立企业所需时间（天）
所在地区成立企业所需时间取

自然对数
12 400 3.720 0.157 3.401 4.043

lndist 离港距离（公里） 到港口的距离取自然对数 11 600 5.084 2.002 0.000 8.313

lnpgdp 所在地人均 GDP（元） 所在地人均 GDP 取自然对数 12 400 9.673 0.651 8.191 11.184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为了考察税收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作用，本文采用世界银行 2005 年中国企业调查

数据中的企业缴纳税收总额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作为基准的衡量指标。由于企业选择是否出

口（即出口倾向）是一个二元离散变量，且数据样本中存在大量非出口企业，企业出口规模和出口强

度均为归并数据，因此本文分别采用 Probit、Tobit 和 Tobit 估计方法对基准回归模型（1）、模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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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模型（3）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①回归结果表明，税收负担确实降低了企业出口的可

能性，减小了企业的出口规模，降低了企业的出口强度。表 2 中列（2）、列（4）和列（6）的估计结果

显示，一个标准差的税收负担降低企业出口的可能性为 2.33%，占出口倾向标准差的 4.81%；一个

标准差的税收负担减小企业出口的规模为 30.56%，占出口规模标准差的 5.89%；一个标准差的税

收负担降低企业出口的强度为 3.17%，占出口强度标准差的 23.40%。
 

表 2    基准回归：税收总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出口倾向 出口规模 出口强度

Probit Probit Tobit Tobit Tobit Tobit

（1） （2） （3） （4） （5） （6）

tax_t −0.008***（−7.106） −0.005***（−4.776） −0.106***（−8.079） −0.066***（−5.262） −0.009***（−9.504） −0.007***（−7.827）

lntfp 0.080***（19.250） 1.177***（24.315） 0.031***（12.455）

lnwage 0.019*（1.702） 0.235**（1.969） −0.004（−0.591）

age 0.002***（5.041） 0.017***（5.099） 0.001***（3.357）

growth −0.013（−1.375） −0.138（−1.294） −0.006（−0.930）

skill −0.011（−0.412） −0.249（−0.839） −0.068***（−4.035）

soep 0.009（0.686） 0.175（1.118） 0.004（0.449）

foep 0.257***（16.751） 2.545***（18.460） 0.209***（20.801）

trans 0.011***（2.865） 0.125***（2.881） 0.002（0.743）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12 391 12 217 12 399 12 222 12 399 12 222

　　注：（1）所有回归均采用稳健标准误，聚类在区县层面；（2）汇报的估计均为直接回归之后进一步测算的边际效应（不含常数

项）；（3）***、**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或 z 值。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②

1. 两部分模型（Two-part model）。为了证实本文的实证结论不是特定计量方法的结果，我们

采用两部分模型再次进行估计。Tobit 模型最大的缺陷在于，它在其两个部分的模型（probit 和

truncreg）中使用的是完全相同的参数；而“双栏模型”（Double hurdle model）允许不同的解释变量

出现在 Probit 这个二值选择模型和之后的断尾回归模型中，因而更加灵活一些。可以说，Tobit 模

型是 Hurdle 模型的一个特例，而 Hurdle 模型是 Tobit 的一般化。Hurdle 模型在文献中主要用于计

数型变量（Count data），而对于连续性变量，文献中有专门的程序去处理并且命名为“两部分模

型”（Two-part model）。本质上，双栏模型与两部分模型是一样的原理，只不过在因变量的处理上

有所区别。当因变量是连续型变量而非计数变量时，现有文献主要采用两部分模型来进行回

归。鉴于此，我们采用两部分模型再次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非常稳健。

  2020 年第 9 期

① 本文的基准回归采用 Tobit 模型而非 Heckman 模型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①首先，采用 Heckman 两步法是为了解决样本选择导致的

内生性问题。所谓“样本选择”是指被解释变量是否能够被观测到取决于另一些变量。例如，我们想研究教育程度（x）对工资收入（y）的影响，

只能观测到有工作的人的工资收入，没有工作的人就没有工资收入。尽管这些缺少工资收入（y）的样本（即没有工作的人们）的解释变量[教育

程度（x）]能被观测到，但这些样本由于被解释变量的缺失而在跑回归时被自动剔除，也就产生了样本选择的问题。而 Heckman 模型通过从观

察到的样本得到一个逆米尔斯比率，进而纠正这个样本的选择性偏差，从而估计出两者之间的关系。②但是，本文所采用的世界银行中国企

业调查数据中的企业出口值是可以观测到全部数据的，不存在观测上的选择性问题，因而不必使用 Heckman 模型。其实，一部分企业出口值

为 0 意味着这部分企业“出口状况”的最优解是边角解（corner solution），即对这部分企业来说最优出口额为 0。当出现带有边角解的归并数

据（censored data）时，应该采用 Tobit 模型来得到一致的估计。③当然，为了证实本文的实证结论不是特定计量方法的结果，我们在稳健性检

验部分也使用 Heckman 模型进行了再检验，检验结果非常稳健。

② 限于篇幅，本部分只报告了部分稳健性检验的回归表格；如有需要，其余未报告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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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部分模型

出口倾向 出口规模 出口强度 出口倾向 出口规模 出口强度

（1） （2） （3） （4） （5） （6）

tax_t −0.024***（−7.896） −0.112***（−11.211） −0.011***（−17.241） −0.018***（−5.263） −0.069***（−7.456） −0.008***（−14.36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12 391 12 391 12 391 12 217 12 217 12 217

　　注：限于篇幅，表中没有汇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备索）。下同。
 
 

2. Heckman 两步法。为了再次证实本文的实证结论不是特定计量方法的结果，我们又采用

Heckman 两步法再次进行回归。借鉴 Wang 等（2014）的做法，本文选取企业所在省份成立公司所

需要的时间作为影响企业出口决策的识别变量，①取自然对数后引入第一阶段的 Probit 模型。

Heckman 两步法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逆米尔斯比率 Mills 在 1% 水平上显著，估计结果也与上文

一致，相当稳健。因此，采用不同计量方法的估计结果并无显著差异。
 

表 4    Heckman 两步法

出口倾向 出口规模 出口强度 出口倾向 出口规模 出口强度

（1） （2） （3） （4） （5） （6）

tax_t −0.008***（−7.106） −0.060***（−5.942） −0.018***（−8.503） −0.005***（−4.776） −0.058***（−7.755） −0.018***（−9.714）

athrho −1.121*** −0.630*** 0.083*** 0.240**

waldP 值 0.000 0 0.000 0 0.001 7 0.015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12 391 12 217 12 399 12 222 12 399 12 222
Uncensored obs 4 672 4 611 4 672 4 611

 
 

3. 解决潜在的联立性偏误：采用滞后项。当企业出口表现非常好时，其享受到的出口退税

（如增值税、消费税）政策的优惠幅度较大，因而其实际税收负担可能相对较低，这种潜在的联立

性偏误（或者反向因果）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可能会带来估计偏误。对于这种潜在的联立性偏

误，本文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世界银行 2005 年中国企业调查是在 2005 年询问被调查企业

2004 年实际缴纳的各种税收额（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和其他税）的相关信息，此时出口企业已经大概率地完成了其在 2004 年应该办理的出口

退税手续，因而各个企业填写的 2004 年所实际缴纳的各种税收额大概率是算上出口退税之后的

各种税收额。其次，即使存在个别企业在 2005 年受访时还没有完成 2004 年应该办理的出口退

税手续并获得相应的出口退税，但这些企业 2002 年和 2003 年的出口退税肯定已经到账，所以各

个企业在 2005 年填写的 2002 年和 2003 年实际缴纳的各种税收额肯定是算上出口退税之后的

各种税收额，而世界银行 2005 年中国企业调查恰好提供了各个企业在 2002 年和 2003 年所缴纳

的各种税收额、主营业务收入等财务信息。②这为我们解决潜在的联立性偏误（或者反向因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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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 2008 年《中国营商环境报告》

② 世界银行 2005 年中国企业调查是世界银行在 2005 年对中国 120 座城市所做的经营环境抽样调查，被调查的企业共计 12 400 家，该

项目调查的是在 2004 年这一年度的企业相关信息，因而是个横截面数据。但是，对于企业所实际缴纳的各种税收额（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

业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其他税）、主营业务收入等财务信息，受访企业不仅提供了企业在 2004 年所实际缴纳的各种

税收额和主营业务收入，而且还提供了它在 2003 年和 2002 年所实际缴纳的各种税收额和主营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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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可能：即使企业在 2004 年出口表现非常好时享受到的出口退税（如增值税、消费税）政策的

优惠幅度较大，但是它不可能影响企业在 2002 年和 2003 年实际缴纳的各种税收。鉴于此，本文

采用企业在 2002 年和 2003 年实际的税收负担来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结果表明，估计结果比

较稳健。

4. 工具变量法。鉴于潜在的遗漏变量问题、测量误差等均会导致内生性问题，而工具变量法

是缓解这一难题的有效手段。借鉴于文超等（2018）的思路和方法，本文使用同城市其他企业的

税收负担的均值作为企业税负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即使考虑了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等

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估计结果依旧十分稳健。值得注意的是，同城市其他企业的税收负担均

值是地区层面变量，而任何地区层面的变量都可由地区固定效应线性表示。由于本文所采用的

是截面数据，如果在回归中同时引入地区层面的变量和地区固定效应，那么地区层面变量的影

响作用会被地区固定效应吸收掉，导致无法考察地区层面变量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鉴于此，

本文在采用同城市其他企业的税收负担均值作为工具变量时，只能剔除城市固定效应。为了弥

补因去掉城市固定效应而带来的损失，本文借鉴黄玖立和冯志艳（2017）的做法，在使用工具变量

法时进一步引入了地区特征变量，即企业所在城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lnpgdp）和到港口的距

离（lndist），用以控制城市层面的特征。因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时，若工具变量是城市层面的

变量，则回归就会自动剔除城市固定效应，并进一步引入城市特征变量来控制城市层面的特征。

5.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将企业对税收征管的主观评价作为税收负担的替代变量。由于税收

转嫁的客观存在，企业缴纳的税收与实际负担的税收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这是以（形式上客观

的）名义税负作为衡量指标的另一个局限。鉴于此，本文将企业对税收征管的主观评价作为税收

负担的替代变量，①以克服上述局限。企业所感受到的税收负担一方面与税务机关所征收的客观

名义税收额相关，另一方面也与企业自身的税收转嫁能力相关。如果企业能够通过提高价格或

收费标准等方法把税负转嫁给下家（或者能够压低进货价而转嫁给上家），即税收转嫁能力较强，

那么企业所感受到的税收负担就相对较小；反之亦然。因此，本文认为企业对税收征管的主观评

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税收转嫁所带来的测量偏误。回归结果表明，即使用企业对税收征管

的主观评价作为税收负担的替代变量，估计结果仍然非常稳健；且若采用上文所述的工具变量

法再次进行回归，估计结果依旧非常稳健。

6.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三年移动平均处理。考虑到期末留抵税额、企业以前年度亏损弥补、

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所得递延纳税等情形可能造成纳税义务发生年份与实际缴纳年份存在不一

致的问题，即企业缴纳税收存在跨期性，这也是以名义税负作为指标的潜在缺陷。鉴于世界银

行 2005 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同时提供了样本企业在 2002 年、2003 年和 2004 年所缴纳的各种税

收额、主营业务收入等财务信息，为了削弱缴纳税收存在跨期性这一客观事实所引起的测量误

差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基于这三年的数据求出企业近三年的平均税收负担（即三年移动平

均处理）来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当年的税收负担）。回归结果表明，即使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了三

年移动平均处理，估计结果仍然非常稳健。

7. 更换样本。在此之前，本文一直采用的是世界银行 2005 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现在把样

本更换为世界银行 2012 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以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世界银行 2012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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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2005 年的调查问卷中有关于“税收征管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企业运营和成长”的问题，而受访企业根据自身所感受到的“影响的严重

程度”给出答案，答案选项依据“影响的严重性从弱到强”设置为依次取值 0、1、2、3 和 4，企业选择的数值大小就代表着企业对税收征管的主

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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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业调查数据中没有企业缴纳税收总额的数据，但是有企业对税率的主观评价，调查问卷中

有关于“税率在多大程度上给企业当前的运营造成障碍”的问题。该问题的选项有“不是障碍”

“小的障碍”“中等障碍”“主要障碍”和“非常严重的障碍”，并依次赋值为 0、1、2、3 和 4。企业选

择的数值越大，则意味着税负越高（相对于其承受力来说），企业对税率的主观评价能很好地反映

税收给企业运营造成的影响和企业对税收的可承受度。当然，采用企业对税率的主观评价来衡

量税收负担很容易产生联立性问题，这是因为：当企业出口表现不佳时，企业经营状况往往比较

困难，此时企业可能对包括税收在内的成本比较敏感，会感到税收是经营的障碍；而当企业出口

表现非常好时，企业经营状况往往比较良好，此时企业税收负担能力较强，一般不会认为税负重

或税收是企业经营的障碍。由此可能产生核心解释变量税收负担与被解释变量企业出口行为之

间的联立性问题。鉴于此，本文采用同城市其他企业对税率的主观评价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

此外，由于世界银行 2012 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中关于企业的所在地有两套样本（Sampling 样本

和 Screener 样本），一共有 2 700 家企业，其中 252 家企业的 Sampling 样本和 Screener 样本不同，

其余的两者相同，因此本文分别利用 Sampling 样本和 Screener 样本，采用同城市其他企业对税率

的主观评价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即使更换为 2012 年的样本，估计结

果依然比较稳健。

（三）影响机制检验

经过大量的稳健性检验之后，我们确信税收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负向影响是稳健的。那

么，税收负担到底如何影响了企业出口行为呢？或者说，税收负担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渠道和路

径有哪些呢？为了理清潜在的影响机制，我们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选取了相应的

渠道变量进行逐一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列（1）的回归结果表明，①税收负担显著地降低了

企业的生产率，从而验证了假设 1，并进一步说明税收负担确实是通过降低企业生产率而抑制了

企业的出口行为；列（2）的回归结果表明，税收负担显著地增加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验证了假

设 2，并进一步说明税收负担确实是通过增加企业的融资约束而对企业的出口行为产生负向影

响；列（3）的回归结果显示，税收负担显著地增加了企业的招待费所占比重，从而验证了假设 3，

并进一步证实了税收负担通过增加企业的招待性支出而抑制了企业的出口行为；列（4）的回归

结果显示，税收负担显著地降低了企业的电子商务使用程度，从而验证了假设 4，并进一步说明

税收负担的确通过降低电子商务的使用程度而对企业的出口行为产生负向影响。综上所述，影

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税收负担通过影响生产率、融资约束、招待性支出和电子商务使用程度这

四个路径抑制了企业的出口行为。
 

表 5    影响机制检验

生产率 融资成本占比 招待费占比 电子商务使用程度

OLS OLS OLS OLS

（1） （2） （3） （4）

tax_t −0.038***（−17.414） 0.020***（3.923） 0.019***（8.683） −0.091**（−2.11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12 223 12 223 12 223 12 223

刘铠豪、王雪芳：税收负担与企业出口行为

① 此处检验“税收负担是否影响了生产率”时，生产率是因变量，鉴于同一个变量不能同时出现在回归方程的两侧，所以自变量中删除了

生产率这一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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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异质性检验①

1. 不同税种。前文已经证实了税收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负向影响。那么，到底是流转税

（间接税）负担还是企业所得税（直接税）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产生影响作用呢？还是两者同时在

起作用呢？为了探究这一问题，本文对流转税（间接税）负担与企业所得税（直接税）负担对企业出

口行为的影响作用进行了对比分析。表 6 的估计结果显示，流转税（间接税）负担对企业出口行

为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而企业所得税（直接税）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作用在统计上并不

显著，即税收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负向影响主要源于间接税。
 

表 6    不同税种：流转税（间接税）与企业所得税（直接税）

出口倾向 出口规模 出口强度 出口倾向 出口规模 出口强度

Probit Tobit Tobit Probit Tobit Tobit

（1） （2） （3） （4） （5） （6）

tur_t −0.009***（−6.316） −0.113***（−6.867） −0.009***（−9.116）

inc_t 0.005（1.328） 0.054（1.411） −0.001（−0.24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12 217 12 222 12 222 12 217 12 222 12 222
 
 

更为具体地，间接税当中到底是哪一种税在起作用呢？为了进一步揭开影响企业出口行为

的真正税种的神秘面纱，本文进行了“ 刨根问底”的探索。表 7 对比分析了流转税（间接税）中的

增值税负担、营业税负担和消费税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作用，最终发现在影响企业出口

行为方面，增值税负担的影响最大，营业税负担次之，消费税负担最小，或者说，增值税负担在起

主要作用。究其原因，在企业生产和运营的诸多环节（如采购设备、购入原材料和销售产品等），

增值税通过嵌入各式各样的商品以及要素投入已经升华为“价格构成要素”，这会在一定程度上

对企业所面对的价格信号形成扭曲（高培勇，2015）。相比之下，企业所得税只会削减企业经营活

动之后的利润所得，不会贯穿于企业生产和经营的诸多环节，是一种“事后收取”（林志帆和刘诗

源，2017）。因此，相比于直接税，间接税对企业出口行为的抑制作用也就更大。
 

表 7    不同税种：增值税、营业税与消费税

出口倾向 出口规模 出口强度 出口倾向 出口规模 出口强度 出口倾向 出口规模 出口强度

Probit Tobit Tobit Probit Tobit Tobit Probit Tobit Tobit

（1） （2） （3） （4） （5） （6） （7） （8） （9）

val_t
−0.010***

（−7.223）

−0.131***

（−7.867）

−0.011***

（−11.776）

bus_t
−0.010

（−0.957）

−0.178
（−1.379）

−0.017**

（−2.522）

cons_t
−0.006

（−0.702）

−0.069
（−0.633）

−0.001
（−0.15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12 217 12 222 12 222 12 217 12 222 12 222 12 217 12 222 12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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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本部分只报告了部分异质性检验的回归表格；如有需要，其余未报告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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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出口模式。税收负担既然会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那么税收负担到底是影响企业的

直接出口还是间接出口呢？虽然世界银行 2005 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中没有企业出口模式（直接

出口或间接出口）的相关信息，但世界银行 2012 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中有企业出口模式（直接出

口或间接出口）的相关信息，这为我们的探究提供了现实可能，因而探究这一问题时，本文采用的

是世界银行 2012 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诚如前文所说，世界银行 2012 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中

并没有企业缴纳税收总额这一用来测算基准衡量指标的相关信息，但是有企业对税率的主观评

价。因此，在探讨税收负担到底是影响企业的直接出口还是间接出口时，本文采用企业对税率的

主观评价作为税收负担的衡量指标。当然，采用企业对税率的主观评价衡量税收负担很容易产

生联立性问题，①因此我们采用同城市其他企业对税率的主观评价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回归结

果表明，税收负担主要是影响了间接出口，这也与现有的研究结论相吻合。现有研究表明，当考

虑中间商行为时，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行为可以划分为“零出口”“间接出口”和“直接出口”三种

基本选择模式。基于这样的现实，国内外的学者们开展了企业生产率与上述三种出口模式之间

关系的理论研究（Davies 和 Jeppesen，2015；马林梅和张群群，2016），主要观点认为，生产率较低的

企业服务于国内市场，生产率居中的企业通过中间商出口其商品（即间接出口），而生产率较高的

企业则直接出口其商品。由于出售给国内中间商（即间接出口）的固定成本低于直接出口的固定

成本，而那些生产率居中、支付不起直接出口固定成本的企业，为了节省固定成本，倾向于选择间

接出口模式。而本文之前的影响机制检验部分已经证实了税收负担会降低企业的生产率，因而

税收负担主要是抑制了生产率水平居中的从事间接出口的企业。

3. 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对于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而言，税收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

影响作用是否存在差异呢？为了探究这一问题，我们按照企业的所有制类型把样本划分为国有

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组别分别进行检验。估计结果表明，税收负担主要是抑制了非国有企业

的出口行为，而对国有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作用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国有

企业往往与政府之间具有较强的“政治关联”，且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性质本身可能会“弱化”当地

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税收征管强度，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或者财政补贴。因此，税收负担

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具有一定的差异。

4. 不同行业类型的企业。考虑到税收的转嫁和实际负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生产、

销售与投资等决策，进而影响企业的出口决策，而税收可转嫁的程度又与企业所生产产品的特

征有关。鉴于此，此处按照企业行业类别将样本数据分为重工业产品组和轻工业产品组分别进

行检验，其中重工业产品组包括化工、非金属矿产品、基础金属、电力、机器设备和运输设备等企

业样本，轻工业产品组包括食品、纺织、服装、记录媒介复制和塑胶等企业样本。回归结果显示，

税收负担对重工业产品组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而对轻工业产品组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大。究其

原因，可能是因为相对于轻工业产品的生产，重工业产品的生产固定投入大，供给弹性相对较小，

而当税收负担变动时，企业决策调整的成本高、周期长、难度大，这使得税收负担对重工产品生

产企业的出口行为具有相对较小的影响作用。

5. 不同行业：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由于地方政府对不同行业实施差异化的税收政策，

导致不同工业行业间的实际税负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张伦俊和李淑萍（2012）指出，在增值

税税负方面，50% 以上行业的税负在 12% 以上，其中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电

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 5 个行业的增值税平均税负更是超过 15%；在主营税金税负方面，烟草

刘铠豪、王雪芳：税收负担与企业出口行为

① 产生联立性问题的原因如前文所述：当企业出口表现不佳时，经营状况往往会比较困难，此时企业可能对包括税收在内的成本比较敏

感，会感到税收是经营的障碍，而企业出口表现非常好时，经营状况往往会比较良好，其税收负担能力强，一般不会认为税负重、税收成为经营

的障碍，从而可能产生核心解释变量税收负担与被解释变量企业出口行为之间的联立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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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的平均税负超过 40%，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饮料制造业及非金属矿采选业等行业的平均税

负也远高于其他行业。鉴于此，为了进一步探讨税收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作用是否存在

显著的行业差异，我们按照要素密集度的差异将样本企业分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

业两个组别分别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表明，税收负担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而

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大。通过对比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与重工业产品组的重

合比例较高，而劳动密集型行业与轻工业产品组的重合比例较高，这也就不难解释税收负担对

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作用在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两类行业之间的相对差异了。

6. 不同行业：高技术密集型与低技术密集型。为了进一步探讨税收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

影响作用是否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我们还按照 OECD 的技术分类标准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技

术密集型行业和低技术密集型行业两个组别分别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表明，税收负担对高技术

密集型行业和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作用并无显著差异。

7. 不同法制环境。不同法制环境下税收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作用也是探究两者异质

性关系的重要方面。本文利用世界银行 2005 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中的“在企业所在的省份，当

你的企业深陷与供应商、客户和子公司发生商业纠纷时，你有百分之多少的信心认为这种纠纷

会在当地法律制度下得到公正的裁决？”这一问卷指标，求出城市层面的“对当地法制公正性的

信心指数”，指数越高说明法制环境越好。然后，依据“对当地法制公正性的信心指数”的中位数

将样本企业分为法制环境较好地区样本组和法制环境较差地区样本组进行分组检验。估计结果

显示，在法制环境较好地区，税收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而在法制环境较差

地区，税收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大。可能的解释是：首先，在法制环境较差的

地区，企业除了缴纳显性的“税”“费”之外，还需要支付一系列隐性费用，如税务部门的罚款和摊

派、企业为应对检查而付出的人员与时间成本等，这些非正规活动都将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

（于文超等，2018），从而对企业的生产和出口活动产生不利影响；而在法制环境较好地区，较好的

地方法制环境可以规范税务部门的征管活动，降低企业的非正规活动支出。其次，在法制环境较

好地区，良好的法制环境通过提升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减少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而缓解企业

的融资约束（Leuz 等，2003；于文超和何勤英，2013），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税收负担通过

增加融资约束而抑制企业出口”这一作用机制。

五、结论与启示

在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外部环境下，中国能否通过内部改革（如财税政策改革）提供恰

当激励，进而由内及外地实现企业出口表现升级呢？或者说，减轻税收负担能否为提升企业出口

表现提供关键的税制动力呢？这对于当前我国实现“稳外贸”的部署极具现实意义。鉴于此，本

文以世界银行 2005 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为主、世界银行 2012 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为辅，实证检

验了税收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1）税收负担对企业出口倾向、出口规模

和出口强度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税收负担主要通过影响生产率、融资约束、招待性支出

和电子商务使用程度而抑制了企业的出口行为。（3）税收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作用在不

同税种、不同出口模式、不同所有制类型、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有所差异，但在高技术密集型

和低技术密集型行业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异，即这一负向影响主要源于增值税负担，主要作用于

间接出口的企业、非国有企业、轻工业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点政策启示：（1）积极落实减税措施，用“内部减税

降费”应对“外部加征关税”，是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有效对策。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税收负担

确实抑制了企业出口。在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外部环境下，在中美经贸摩擦导致关税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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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下的现实背景下，减轻税收负担可以为提升企业的出口表现提供关键的税制动力，进而由内

及外地实现企业出口表现的升级，因而是应对“外部加征关税”的有效手段。（2）调整税收收入结

构、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是削弱税收负担对企业出口抑制作用的必由之路。异质性检验显示，不

同税种所带来的实际税收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作用存在显著差异，相比于直接税，间接

税对企业出口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大。高培勇（2015）指出，目前中国的间接税与直接税的税收收

入之比大约为 70∶30，这一税收结构相较于 OECD 国家所一致公认的均衡税收收入结构而言是

严重失衡的。在此现实背景下，在征税目标既定时，适当调整税收收入结构、逐步提高直接税比

重有助于缓解税收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抑制作用。（3）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是削弱“税收负担抑

制企业出口”的有效路径，因此要运用法治方式优化营商环境，护航出口企业的健康发展。异质

性分析的检验结果表明，在法制环境较好地区，税收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

而在法制环境较差地区，税收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大。且较好的地方法制环

境主要通过两个路径削弱税收负担对企业出口的负向影响：一是可以规范税务部门的征管活

动，降低企业的非正规活动支出；二是可以通过提升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减少借贷双方的信息不

对称而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因此，“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通过法治化手段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最大限度地削弱税收负担对企业出口的抑制作用，有利于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对于稳就

业、促出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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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the context of the wave of anti-globalization，the rise of trade protectionism，and the trade

fr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US，could China employ internal reform，such as fiscal and tax policy，to achieve

the upgrading of firm export performance？Or rather，could tax relief provide Chinese firms a taxation-driving

force for improving export performance? The discussion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In view

of this，based on the data of World Bank’s Chinese Firm Survey in 2005，supplemented by World Bank’s

Chinese Firm Survey in 2012，this paper makes the first attempt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impact of tax

burden on firm export behavior. Our main finding is that tax burden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firms’ export

propensity，export scale，and export intensity. Furthermore，the negative impact mainly comes from VAT bur-

den.

The innovation and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ly，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this is

the first paper to directly explore the impacts of different kinds of tax burden on firm export behavior based on

the data of World Bank’s Chinese Firm Survey in 2005 and World Bank’s Chinese Firm Survey in 2012，

which provides the micro evidence for verifying the substantial effect of tax burden on firm export behavior.

Secondly，this paper compares the impacts of turnover tax（indirect tax） burden and income tax（direct tax）

burden on firm export behavior，and finds that the negative impact mainly comes from turnover tax（indirect

tax）burden，which indicates that tax structure biased toward direct tax is a better tax arrangement for export

firms under the premise that the general target of taxation is determined. “Deci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Some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

adopted a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Party’s 18th National Congress clearly put forward that we should

“deepen the reform of taxation system，perfect the local taxation base，and gradually raise the share of direct

tax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rationality and necessity of this reform form the per-

spective of stabling foreign trade. Thirdly，to get to the bottom of the origins of the negative impact，this paper

inquisitively explores which kind of turnover tax（indirect tax） burden has a substantial effect on firm export

behavior by comparing the impacts of VAT burden，business tax burden and consumption tax burden，and fi-

nally finds that VAT burden has the strongest negative impact on firm export behavior，followed by business

tax burden and consumption tax burden，or rather，the negative impact of turnover tax burden on firm export

behavior mainly comes from VAT burden. Fourthly，this paper supplements the empirical study on firm ex-

port mode by comparing the impacts of tax burden on firm direct export and firm indirect export，and finds that

tax burden mainly affects indirect export. Fifthly，this paper makes the first attempt to explore 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tax burden affects firm export behavior in detail，and thus systematically gives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that how tax burden affects firm export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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